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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减排对我国实现碳中和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现有研究虽然在

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减排措施有效性以及农业食物系统可持续转型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有

益探索，但大多围绕单一目标或措施，尚未形成系统性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未来研究应完善农业食物

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全链条估计方法，并在综合评估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微观大样本数据，借助机器

学习、人工智能模型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完善多目标协同的农业食物系统优化决策模型，同时加强在空

间区域、农产品和消费人群层面上的差异性分析，以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发展相关的研究和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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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中国的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量约

占全国总排放量的 19%［1］，是仅次于化石燃料的第二大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源。具体而言，农业活动

与土地利用是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其直接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 7%。其中，

农业源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排放量分别占该类别全国直接排放总量的 40% 和 60%。此外，

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化肥、农药和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CO2）间接排放量约为直接排放量的 1—1.5

倍［2］。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并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

承诺力争在 2060 年实现碳中和，并将这一目标纳入最新的《国家自主贡献》。在此背景下，农业食

物系统既是碳源也是碳汇，对实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

农业食物系统涵盖了农业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和废弃物管理等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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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影响［3］。该系统不仅包含农业生产和食品加工部门，还涵盖物流运输、批发零售、废弃物处

置以及能源、化肥、农药和农膜生产等工业部门［4］。其概念与当前国际学界广泛使用的食物系统

（food system）概念基本一致，但在中文语境下更突出和强调农业部门的重要角色。农业食物系统

不仅与温室气体排放密切相关，还对乡村振兴、粮食安全、农业绿色发展以及居民营养健康等多个

社会发展目标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政策措施的减排效果及其在健康、经济和环境

等多目标中的作用。一方面，农业食物系统作为乡村振兴的“压舱石”、保障就业的“蓄水池”和促进

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后院”，在保障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中国仍

面临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的重大任务，而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减排可能会给国家粮

食安全带来压力。研究表明，大规模植树造林虽能有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却也可能导致粮食供给

短缺和价格上涨，从而威胁粮食安全［5］。另一方面，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减排与国民营养健康和

生态环境平衡密切相关。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膳食结构逐渐由以谷物和淀粉类食

物为主转变为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6］。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同时，

饲料粮需求的快速增长［7］与食物浪费的增加［8］，进一步加剧了温室气体减排和资源环境的压力。因

此，在满足粮食安全和国民营养健康需求的同时，实现碳中和与生态环境平衡，并推动可持续发展

和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构建一个绿色低碳、健康且可持续的农业食物系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由于

农业食物系统是一个复杂且庞大的系统，其温室气体减排与可持续转型之间可能同时存在协同效

应和矛盾冲突，因此相关研究需要结合跨学科知识开展多尺度的系统性分析。目前，关于中国农业

食物系统的研究往往聚焦温室气体减排或少数几个可持续转型目标，而未充分考虑中国在资源禀

赋、国内外形势、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的独特性。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对设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食

物系统转型路径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从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减排、可持续转型及其相互影响

的角度梳理相关研究，以期为优化和调控中国农业食物系统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和理论依据。

此外，本文进一步总结了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减排和可持续转型的研究方法动态，为研究协

同路径提供实践思路（图 1）。

二、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排放

（一）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农业食物系统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之一。现有文献已对农业食物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进

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涵盖了不同的地理区域、排放环节和产品类别。全球农业食物系统的温室

气体排放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34%，约为 180 亿吨 CO2
［1］。其中，约 57% 来自肉类、禽类和蛋类等动

物性食物，29% 来自植物性食物，14% 来自其他食物类型［9］。2015 年，各国农业食物系统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占其国家总排放量的 14% 至 92%，而中国农业食物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国温室气

体排放量的 19%［1］，主要排放环节包括：（1）农业生产活动，如水稻种植、反刍动物肠道发酵、畜禽粪

便管理、化肥施用、秸秆焚烧和土地翻耕等；（2）土地利用和土地变化，包括森林和自然植被退化导

致的碳损失、湿地碳循环和森林碳汇等；（3）农业投入品，如化肥、农药、农膜和能源等的生产；（4）产

后环节，如食品加工、仓储运输、零售、消费以及食物垃圾处理。

农业生产活动是农业食物系统中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主要涉及 CH4、CO2和 N2O 等温室

气体［10］。已有研究对中国农业生产活动中 CH4、CO2 和 N2O 排放量进行了估计（图 2）［11-22］。其中，

CH4排放量占比最大，平均约占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的 58%。稻田土壤和水稻根系中的甲烷菌会

生成 CH4，并通过水体和植物体排放。水田漫灌导致的土壤湿度增加也会加剧 CH4排放。在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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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反刍动物瘤胃内的甲烷菌在分解饲料时会产生大量 CH4。此外，畜禽粪便的厌氧发酵也是 CH4

的主要排放源之一。N2O 是农业生产中的第二大温室气体，主要来自化肥施用导致的氮挥发、秸秆

还田和焚烧，以及畜禽粪便的贮存和管理，其平均排放量约占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26%。相

比之下，农业生产中的 CO2排放量较少，其主要来源于农机消耗的化石燃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农业生产对土地的需求会引起土地利用变化，这不仅涉及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land use and 

land-use change，LULUC）对碳汇的影响，也包括因森林和自然植被破坏导致的碳排放。碳汇的净

变化，即损失和增加的总和，反映了 LULUC 过程中的碳排放情况。①

①  竖线为文献核算当年该排放去除异常值后的上下限范围，竖线以外为异常值，无竖线表示该年份只有一个观测值。图 3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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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已有研究对中国农业生产活动中 CH4、N2O 和 CO2 排放量的估计结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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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已对中国农业食物系统各环节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核算（图 3）［1，12-13，15-28］，但现有研

究的核算结果差异较大。1995—2019年，中国农业生产环节的温室气体排放估计量为 936.14百万吨

至 1 694.77百万吨 CO2当量［1，12-13，15-16，18-19，23-24，27］。当前，关于中国农业食物系统产前投入品生产所导致

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较为缺乏。化肥、农药、农膜和燃料等农业投入品的生产属于高耗能行

业，其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被称为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已有研究显示，1979—2017年，中国农业产前

投入环节的温室气体间接排放量为 152.61百万吨至 617百万吨 CO2当量［15，18，20］。近年来，中国农业食

物系统在产后环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迅速，但由于跨部门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核算难度较大。

1990—2019年，不同研究测算的中国农业食物系统产后环节排放量存在显著差异［1，16，18，23，26］，其原因可

能在于所使用的国际数据库和温室气体排放系数与中国实际情况存在偏差。综上，当前中国农业

食物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不同环节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结果差异较大，尤其

是产前和产后环节，不同研究的核算结果可能相差数十倍；（2）针对中国农业食物系统全链条温室

气体排放的研究相对较少，而覆盖全面且时间跨度较长的研究多使用国际通用系数，缺乏对中国农

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本地化研究，难以反映中国农业食物系统排放结构和变化趋势。

国外学者使用的农业食物系统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国际数据库和科研机构，如联合国粮农组织数

据库（FAOSTAT）、欧盟统计局数据库（Eurostat）、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等，同时采用的核算方

法和排放系数通常为国际通用方法和默认系数，这可能与中国的实际排放情况存在偏差。

（二）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减排措施

农业食物系统因其同时具有碳汇与碳源的双重属性，在实现碳中和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现有研究主要从土地利用、农业生产和食物消费三个方面探讨农业食物系统的温室气体减排路径，

具体措施及效果如表 1 所示。土地利用相关的减排措施在减少 CO2排放方面表现出显著效果，主要

包括以下三类：（1）植树造林和防止土壤退化。植树造林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碳移除策略，研究发

现，通过植树造林，全球在 21 世纪有望移除至少 7 000 亿吨 CO2
［5］。（2）生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存储技

术。大规模推广生物能源与碳捕获技术也显示出巨大潜力，预计在 21 世纪内可实现 5 900 亿吨以

上的碳移除［5］。（3）湿地保护。国外学者研究表明，通过保护湿地和植被再生，全球陆地系统有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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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已有研究对中国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分环节排放量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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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5 年实现净碳汇增加［29］。

农业生产减排措施主要集中于农田管理和畜牧业管理。在农田管理方面，化肥减量和畜粪还

田可以通过提高氮肥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降低 N2O 和 CH4排放［30］。现有研究发现，

不仅可以通过实施监管政策和推广农业技术等手段影响氮肥使用效率［31］，还可通过调整种植结

构［32］、调整农业投入要素价格［33］和改进畜禽粪便管理［34］来提高氮肥利用效率。然而，由于作物种

类、土壤和气候的区域差异，改进农田管理措施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效果在不同区域存在较大差

异［35］。在畜牧业管理方面，通过优化畜禽粪便和废弃物管理、改良饲料、添加甲烷抑制剂和调整养

殖密度等措施，可以显著减少 N2O 和 CH4排放［36］。

食物消费方面的减排措施主要包括调整膳食结构、减少食物浪费和改变烹饪方式。研究显示，

降低动物性食物消费和减少家庭食物浪费能够显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尤其是 N2O 和 CH4排

放［34］。在中国，每年的食物浪费比例约为 27%［8］，若能将食物浪费和动物性食物的占比减少 10%，

预计到 2030 年将减少约 12% 的粮食生产相关 N2O 排放［37］。此外，烹饪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占

各类食物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6%—61% 以上［38］。通过采用节能烹饪设备及改变烹饪方式，可以进一

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关于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减排的研究已在全球、国家和区域层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然而，现

有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或仅关注少数主粮作物，缺乏对不同区域及农产品层面减排措施影

响的异质性分析。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制定有效的减排策略至关重要。

三、农业食物系统可持续转型

（一）农业食物系统转型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影响

当前，如何通过农业食物系统的转型实现全球气候目标，并识别关键的减排路径，已成为学术

界和政策制定领域的关注重点。根据现有趋势，全球农业食物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预计将继续

增长，这将对《巴黎协定》中设定的 1.5 ℃温控目标构成严峻挑战［39］。人口增长和人均食物需求的

持续增加，是推动全球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的关键因素［40］。为应对这一挑战，现有研

究对农业食物系统各环节的转型措施及其减排效果进行了深入探索，涵盖生产、消费、加工、零售和

贸易等多个方面。

农业食物系统转型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研究表明，通过提升农作物单产、推

表 1　农业食物系统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及效果

措施类别

土地利用

农业生产

食物消费

具体措施

植树造林和防止土壤退化

生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存储技术

湿地保护

农田管理

畜牧业管理

调整膳食结构

减少食物浪费

改变烹饪方式

效果

全球在 21 世纪有望移除至少 7 000 亿吨 CO2

全球在 21 世纪可实现 5 900 亿吨以上的碳移除

全球陆地系统有望在 2075 年实现净碳汇增加

化肥减量、畜粪还田、调整种植结构、调整农业投入要素价格和改进畜

禽粪便管理以提高氮肥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通过优化畜禽粪便和废弃物管理、改良饲料、添加甲烷抑制剂和调整

养殖密度等措施，可以显著减少 N2O 和 CH4排放

通过将食物浪费和动物性食物的占比减少 10%，预计到 2030 年将减

少约 12% 的中国粮食生产相关的 N2O 排放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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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膳食结构转型、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以及提高农业系统的排放效率等措施，预计在 2020—2100

年，全球累计温室气体排放量可减少 14%—48%［39］。这些措施的综合实施将有助于实现农业食物

系统的净零排放目标。在膳食结构转型中，推广植物性膳食和星球健康饮食被视为关键举措，这不

仅有助于改善膳食质量和降低疾病风险，还能通过减少牲畜产品消费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此

外，研究显示，向植物性膳食转变还能够将牧场和饲草种植用地恢复为自然植被，从而提供丰富的

碳汇［41］。与此同时，低碳农业生产实践展现出良好的减排潜力。通过改进农田管理、粪污管理和提

高化肥施用效率等措施，有望在 2050 年前减少 91 亿吨至 132 亿吨 CO2当量的温室气体排放［42］。然

而，在具体措施层面，仍可能面临此消彼长的权衡。例如，提高农业生产率虽然有助于减少耕地占

用和化肥施用，从而降低土地利用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43-44］。但是一些提高生产率的措施，如农业

机械化和大规模灌溉设施建设，可能会增加能源消耗，带来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风险［45-46］。因此，

在推进农业食物系统转型的过程中需要谨慎整合与协调各项措施，以实现最大的减排效果。

中国农业食物系统亟须响应全球转型的需求，实现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当前，主要受经济

增长、消费支出增加和膳食结构转变的影响，中国农业食物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持续上升［1，23］。

一些针对中国的国别研究显示，通过膳食转型、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改善农业生产实践以及环境

保护措施，能够有效降低中国农业食物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需求侧措施的减排效果尤为明

显［47］。减少红肉摄入，增加植物蛋白（如大豆）摄入，预计可以降低约 30% 的食品生产排放［48］，同时

能够节约水资源、改善中国居民健康并减少空气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在生产端，通过征收排放税

和提升氮素利用效率能够降低氮素盈余，缓解农业面源污染，减少 30% 的累积 N2O 排放［49］。

综上，当前关于农业食物系统转型对温室气体减排的研究仍有拓展空间。在全球尺度上，需要

更多从地区、国家、区域到全球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同时，由于数据和方法的限制，现有研究结果缺

乏精细的空间分辨率和区域异质性分析。在国家层面，目前关于中国农业食物系统转型路径和减

排仍缺乏覆盖全环节、多部门及多种温室气体的综合性研究。未来研究有必要基于微观大样本数

据，借助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模型，采用综合评估模型，结合计量经济学方法，构建和完善农业食物

系统转型模型。

（二）农业食物系统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旨在满足当代需求的同时，确保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为了评估和监测全

球可持续发展进程，解决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联合国制定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SDGs 包含 17 个目标，涵盖人类、地球、繁荣、和平与伙伴关系五个维

度，提供了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框架［50］，并为农业食物系统可持续转型设定了具体目标。

可持续转型是一种有意识且可控的环境和社会系统性变革，旨在推动可持续发展。这种转型

包括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变革措施和具体行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关

键步骤。对可持续转型的研究主要通过定性和定量方法评估其现有及潜在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

参考和建议。在农业食物系统中，推动可持续转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途径。研究可从

SDGs 的 5 个维度和 17 个目标出发，具体分析环境、经济、健康和包容性等方面。在环境维度上，重

点研究减少农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在经济维度上，探索如何提高农业

生产的经济效益；在健康维度上，研究农业生产和食物消费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在包容性维度上，则

需考虑如何通过公平的资源分配和政策支持，提升农业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和福利水平。通过系统

化的转型措施，农业食物系统可以更好地适应并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农业食物系统转型不仅可以积极贡献于温室气体减排，也能够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

有力支持。现有文献关于农业食物系统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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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消费两方面（表 2）。一些学者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提出了农业食物系统可持续转型的路径。一

方面，优化要素投入可以显著降低农业食物系统的环境负外部性，提升其环境可持续性，从而有助

于实现 SDG 6（清洁水和卫生设施）、SDG 12（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SDG 13（气候行动）和 SDG 15

（陆地生物多样性）。例如，过度使用农药化肥和低效处理畜禽粪便的粗放农业对资源环境造成了

严重破坏［51-52］。采用有机肥替代合成肥料、提高土壤氮素利用率、循环利用畜禽粪污以及取消化肥

生产补贴等措施，可以有效减少氮肥使用［49，53］，从而缓解因化肥过度施用造成的土壤、水体和大气

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退化等问题［51］。另一方面，优化种植结构不仅可以节约农业用水和减少化肥

农药投入，还能改善环境可持续性，同时保障粮食供给并促进农民增收［32］，这有利于实现 SDG 1（无

贫穷）、SDG 2（零饥饿）和 SDG 3（良好健康与福祉）。

一些学者从食物消费的角度研究了膳食结构优化和减少食物浪费的经济、健康和环境协同效

应，并提出了包括 EAT-Lancet 膳食模式在内的一系列膳食指南［54］。优化膳食结构不仅可以降低慢

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风险［55］，还可减少农业食物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农药化肥使用［56］，缓解土

地和水资源的稀缺并保护生物多样性［57］。这些措施推动了 SDG 3（良好健康与福祉）、SDG 6（清洁

水和卫生设施）、SDG 13（气候行动）和 SDG 15（陆地生物多样性）的实现。此外，减少食物浪费也

有助于改善营养和健康食物的可得性和可负担性［58］，降低营养不良的发病率［59］，并减少耕地和农业

用水需求［60］，支持实现 SDG 1（无贫穷）、SDG 2（零饥饿）、SDG 3（良好健康与福祉）和 SDG 12（负责

任的消费与生产）。因此，通过调整食物消费结构和模式，能够促进多维度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农业食物系统的可持续转型具有经济、健康和环境的协同效应。已有文献在这一领域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从单一关注增产或减排目标拓展到对营养健康、生态保护、资源循环、贫困消除和社会

公平等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研究［6］。然而，由于模型方法和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现有研究仍缺乏

对环境、健康和经济三者之间协同效应的系统性定量分析，且对不同空间尺度、农产品层面和人群

层面的异质性影响的分析不足。

表 2　农业食物系统的转型措施与 SDGs 的关系

农业生产

优化要素投入

优化种植结构

提高农业研发投入

优化产业结构

SDG 6（清洁水和卫生设施）、SDG 12

（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SDG 13（气候

行动）、SDG 15（陆地生物多样性）

SDG 1（无贫穷）、SDG 2（零饥饿）、

SDG 3（良好健康与福祉）

SDG 1（无贫穷）、SDG 2（零饥饿）、

SDG 3（良好健康与福祉）、SDG 6（清

洁水和卫生设施）、SDG 8（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SDG 12（负责任的消费与

生产）、SDG 13（气候行动）、SDG 15

（陆地生物多样性）

SDG 1（无贫穷）、SDG 2（零饥饿）、

SDG 8 （体 面 工 作 和 经 济 增 长）、

SDG 9 （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改善化肥、农药、农膜、农机等投入可以显

著降低农业食物系统的环境负外部性，提

升农业食物系统的环境可持续性［49，53］

优化种植结构可以节约农业用水和减少

化肥农药的投入，改善环境维度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同时保障粮食供给并促进农民

增收［32］

增加农业研发投入能够提高农业单产，降

低土地、劳动力和要素投入，从而改善农

业的环境负外部性，并可能促进农民增收

和保障粮食安全［61］

培育非农产业发展有助于扩大非农就业、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有助于提升农民收入

措施类别 措施 有助于实现的 SDGs子目标 有助于实现 SDGs子目标的途径

33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5 5 卷

食物消费

食品加工

与零售

贸易政策

推动膳食转型

减少食物浪费

营养膳食补贴

保障食品安全

完善食品标签和认

证体系

减少食物损失

建立地区和国家间

食品贸易合作

SDG 3（良好健康与福祉）、SDG 6（清

洁水和卫生设施）、SDG 13（气候行

动）、SDG 15（陆地生物多样性）

SDG 1（无贫穷）、SDG 2（零饥饿）、

SDG 3（良好健康与福祉）、SDG 12（负

责任的消费与生产）、SDG 13（气候行

动）、SDG 15（陆地生物多样性）

SDG 1（无贫穷）、SDG 2（零饥饿）、

SDG 3（良好健康与福祉）

SDG 3（良好健康与福祉）、SDG 12（负

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SDG 3（良好健康与福祉）、SDG 12（负

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SDG 1（无贫穷）、SDG 2（零饥饿）、

SDG 3（良好健康与福祉）、SDG 12（负

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SDG 2（零饥饿）、SDG 17 （促进目标实

现的伙伴关系）

有助于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风

险，减少农业食物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和

农药化肥的使用，缓解土地和水资源的稀

缺并保护生物多样性

有助于改善营养和健康食物的可得性和

可负担性［58］，降低营养不良的发病率［59］，

并减少对耕地和农业用水需求［60］

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为低收入和弱势群体

提供营养膳食补贴，从而缓解营养不良和

饥饿所导致的贫穷［62］

通过对食品生产全链条追踪，保障消费者

食品安全

增加消费者对健康、环保和可持续食品的

支付意愿［63］

保障粮食安全，稳定粮食价格，保障营养

和健康食物的可得性和可负担性

通过农产品和食品进出口贸易合作协议，

保障食品国内供给和扩大农产品出口市

场，保障粮食安全和提升农民收入［64］

续表 2

措施类别 措施 有助于实现的 SDGs子目标 有助于实现 SDGs子目标的途径

四、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减排与转型路径研究方法

综合评估模型是研究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减排与可持续发展相互作用机理的主流方法，其

主要优势包括：（1）综合评估模型能够整合生态环境系统与人类活动的信息，准确反映二者的相互

作用关系。（2）综合评估模型可以考察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温室气体排放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影响以及不同政策措施的减排效果，包括减排技术、碳税激励机制和政策目标（如植树造林

政策）的成效。例如，Wu 等［65］和 Duan 等［66］基于自然与人类系统综合评估模型（CHANS）的研究发

现，调整土地规模可以有效降低氮损失和 N2O 排放。（3）综合评估模型可以辨析多目标的协同作用。

研究表明，提高农田养分效率对温室气体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协同效应［67］。

当前主流的综合评估模型主要包括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PIK）的 MAgPIE 模型［68］、全球

变化联合研究所（JGCRI）的 GCAM 模型［69］、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的 GLOBIOM 模型、

普渡大学全球贸易分析项目中心的 GTAP 模型［70］、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的 IMPACT 模

型［71］、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 CAPSiM 模型［72］和中国人民大学的 CHINARGO 模型［67］。

这些模型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生产要素配置和土地利用机制的模拟精细程

度［73］。这是研究要素配置和种植结构对温室气体排放、环境与经济方面可持续发展目标发挥影响

的关键。（2）空间特征的明确性［44，68］。空间特征决定了模型能否考察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可持

续发展目标在空间区域上的差异［44，68，74］。（3）耦合集成能力，即农业经济模型与植被生态作物模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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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模型和健康风险模型的集成程度。这决定了模型能否阐明农业食物系统减排与可持续性发展的

相互影响关系［75］，对多目标优化决策研究至关重要。上述综合评估模型方法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分析

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排放和可持续转型中具有显著优势（表 3）。同时，部分学者开展了主流国际

模 型 的 中 国 本 地 化 研 究 ，例 如 ，目 前 MAgPIE、GCAM 和 GLOBIOM 模 型 已 开 发 中 国 版 本

MAgPIE-China［47，49，76］、GCAM-China［77］和 GLOBIOM-China［78］。通过进一步完善本地化模型的关键

参数设置，可有效提升政策情景模拟的精度，从而深化对空间区域、农产品和人群层面影响差异的

相关研究［34］。在此基础上，推进多模型耦合技术的系统集成将为中国农业食物系统分析提供更全

面的方法支撑，有助于实现对相关减排和转型政策的系统评估。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通过整合

微观调研数据与国内政策背景，在跨尺度建模领域取得了突破［47，49，76］。其中，以 MAgPIE-China 为

核心构建的首个中国农业食物系统综合评估模型，系统量化并揭示多政策协同对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作用［47］。

一些学者从微观农户层面出发，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研究影响农户低碳生产行为的因素。

化肥使用作为农业食物系统中 N2O 的主要来源，备受关注。研究发现，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和风险偏

好是影响其化肥施用的主要因素，农业技术培训可以提高农户的技术采纳，显著降低化肥用量［30］。

另有学者从要素配置角度考察了农户施肥行为，发现土地所有权、土地规模与细碎化程度对化肥用

量存在显著影响［79］。研究显示，在相同土地规模条件下，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农户化肥施用强度

越大。此外，学者们还实证研究了农业食物系统中农业生产和食物消费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从农业

生产成本、市场需求和价格波动等角度探讨了可持续农业模式的经济可行性［80］。例如，发展有机农

业、采用新型种植技术和育种技术、改革化肥政策、提高化肥施用效率及应用小规模灌溉技术等措

施，有助于节约土地资源和保障粮食安全［81］。还有一部分研究从农业食物系统的包容性角度，考察

了农业技术采纳和种植结构优化对农民福祉、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的影响［82］。微观层面的研究为

改进综合评估模型的参数和评估指标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些研究基于微观层面数据，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评估农业食物系统转型的环境影响。例如，

Yang 等基于 80 余万份餐饮行业菜品消费数据，估算了中国各省农业食物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并

提出低碳膳食转型可减少 38%—69% 的温室气体排放［83］。Feng 等人基于全球 29 个国家的校园食

物浪费数据，估算了相关的土地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并强调了加强可持续食物教育的重要性［84］。

此外，在考虑气候变化等未来不确定性时，一些研究采用机器学习方法整合气候变化、土壤特性和

农业管理措施，以提升预测精度及重要参数估计的准确性。例如，深度神经网络可预测气候变化对

作物产量的负面影响［85］，这些产量预测数据可进一步应用于农业经济部门的综合评估模型。同样，

基于对气候数据的模拟训练，机器学习方法可用于气候变化模型的长期趋势预测［86］、高精度网格数

据生成［87］及极端气候事件预测［88］，进而增强农业食物系统减排与转型研究对气候变化不确定性的

研判。

综上所述，计量经济学模型、机器学习方法、微观行业和家户数据与综合评估模型在研究农业

食物系统温室气体减排与可持续转型的协同路径中相辅相成。由于农业食物系统的可持续转型涉

及经济、健康和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相关研究需全面考察相应的成本和收益。因此，耦合农业、经

济、环境和健康的农业食物系统综合评估模型不可或缺。计量经济学模型能够识别农业食物系统

减排和可持续转型的机制及影响差异，为综合评估模型提供更准确的参数估计和完善的评估指标

体系。微观数据包含多个维度，涉及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和特征，有助于提供对特定研究对象的精准

洞见，进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机器学习方法则能有效解决农业食物系统相关研究面临

的数据缺失、数据处理量巨大以及预测精度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增强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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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展望

已有研究在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减排与转型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

参考。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为未来中国农业食物系统减排和转型提出研究展望。

第一，基于微观大样本数据，结合计量经济学模型和机器学习方法，提高综合评估模型的准确

性。综合评估模型是研究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减排与可持续发展相互作用机理的主流方法，但

为提高模型结果可靠性，仍需改进关键参数的准确性。未来研究可以基于微观观测大样本数据、利

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构造实证策略，识别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减排与生产要素配置和农业生产的

因果关系，并将实证分析结果与综合评估模型相结合，优化模型参数设置，以提升模型模拟的准确

性。同时，可以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利用历史数据进行训练，为长期模拟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

第二，结合生命周期核算方法与综合评估模型，完善全链条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现有研究多聚

焦减排政策对农业生产及土地利用直接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忽略了对农业食物系统全链条温室

气体排放影响的科学估计，难以为决策者提供准确的评估依据。将生命周期核算方法与综合评估

模型结合，有助于克服生命周期核算方法无法考虑农业生产要素互动机制的局限性，从而提供更全

面的减排潜力评估。

表 3　全球和国内部分农业食物系统相关综合评估模型概述

模型

农业生产及其环境

影响模型（MAgPIE）

全球粮食和水资源

政 策 分 析 模 型

（IMPACT）

全球生物圈管理模

型（GLOBIOM）

全球变化评估模型

（GCAM）

全球贸易分析计划

模型（GTAP）

中国农业政策模拟

模型（CAPSiM）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

展 决 策 支 持 系 统

（CHINARGO）

模型特点

类型

局部均衡

局部均衡

局部均衡

局部均衡

可计算一般

均衡

局部均衡

局部均衡

开发机构

德 国 波 茨 坦 气 候

变 化 影 响 研 究 所

（PIK）

国 际 食 物 政 策 研

究所（IFPRI）

国 际 应 用 系 统 分

析研究所（IIASA）

全 球 变 化 联 合 研

究所（JGCRI）

普 渡 大 学 全 球 贸

易 分 析 项 目 中 心

（GTAP）

北 京 大 学 中 国 农

业 政 策 研 究 中 心

（CCAP）

中国人民大学

空间精度

0.5° × 0.5° 格 点 ，

200 个空间聚类，

12 个国家和区域

320 个生产单元、

159 个国家、8 个

区域

5″—30″ 之 间 格

点，37 个国家和

地区

384 个 次 级 国 家

和地区，32 个一

级国家和区域

144 个国家、19 个

区域

中 国 1/12° 格 点

精度

中国县级精度

耦合性能

生物物理模型、农作

物模型、健康风险评

估模型、能源经济模

型、气候变化模型

生物物理模型、健康

风险评估模型、气候

变化模型

作物模型、气候变化

模型、水资源模型

气候变化模型、陆地

系统模型

农业生态模型、土地

利用部门模型

作物模型、可计算一

般均衡模型

农业生态模型

部门

农业、林业、畜

牧业、生物能源

农业、畜牧业

农业、畜牧业、

林业、生物能源

农业、畜牧业、

林业、能源

全部门

农业、畜牧业

农业、畜牧业

注：模型空间精度根据模型官方文档和公开文献总结，部分模型空间精度可在标准精度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模型耦合性

能基于已发表研究论文得出，并不完全代表该模型耦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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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整合跨学科数据并耦合不同模型系统，构建多目标优化的模型系统。由于研究方法与跨

学科数据的匮乏，现有文献对农业食物系统减排与可持续发展关联的系统定量研究较少。农业食

物系统温室气体减排与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有必要耦合农

业经济模型、植被作物模型、健康风险模型和气候模型，整合跨学科数据，构建全面的综合评估模

型，以分析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排放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互作用，揭示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

减排政策措施在经济、健康和环境方面的潜在影响，以及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减排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实现的协同路径。

第四，拓展空间区域、农产品和人群层面研究，阐明农业食物系统减排和可持续转型的影响差

异。尽管已有文献在国家层面取得了进展，但对于特定区域、主要农产品和脆弱人群的深入分析仍

然不足。因此，有必要考察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减排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差异，阐明其在空间区

域、农产品层面和人群层面的异质性，为协同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第五，基于大规模数据，嵌入人工智能模型以提升决策效率。当前，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

展，但在农业食物系统研究中的应用仍然有限。人工智能模型强大的文本检索和归纳能力，在构建

农业食物系统的减排和转型路径及情景分析方面存在巨大潜力。此外，通过整合现有主流综合评

估模型，构建情景模拟与转型路径数据库，可以为人工智能算法提供训练数据，从而建立适用于中

国农业食物系统的人工智能模型，以显著提升决策效率并支撑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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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Food System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Climate Mitigation

Wang Xiaoxi Cai Hao Xuan Jiaqi Lin Bin Du Ruiying

(China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 /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 reduction within China’s food system 

through a multi-objective synergistic approach is crucial for China to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target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facing human society, requiring coordinated global actions to mitigate its impacts. To effectively 

address climate change and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global actions of GHG reduction, China 

pledged in 2020 to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and incorporated this commitment into its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 In this context, the agricultural food system, as both 

an emission source and a carbon sink,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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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food system contributes to GHG emissions through land-use change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put manufacturing, and post-production activities such as food processing, 

packaging, transportation, and consumption. It is the second-largest source of anthropogenic GHG 

emissions, surpassed only by fossil fuel combustion. Moreover, the food system also substantially 

impact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goals, including rural development, food security,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nutritional health. Therefore, it is critical to thoroughly explore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s of policy measures and their roles in achieving multiple objectives related to 

health,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outcome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GHG emission 

reduction and agricultural food system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nd globally,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land us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food consumption. We identify the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 (IAMs), econometric approaches, bottom-up research based on micro-level 

data, and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es. These tools enable researchers to evaluate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agricultural practices, environmental outcomes,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across 

various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s.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we outline future research agenda for GHG emission reduction and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food system. Whil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GHG emissions accounting, emission reduction strategy evaluation, and food system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most of the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a single objectives or measures. To 

address this, a mor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paradigm is proposed. First, given that accuracy in 

estimating key parameters of IAMs is often constrained by data limitations, future studies can leverage 

micro-level, large-sample data, machine learning, and econometric methods to optimize model 

parameterization, thereby supporting policy-making. Second, life-cycle estimation for food system GHG 

emissions should be prioritized, enabl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emission reduction 

potential. Third, integrating interdisciplinary data and coupling different model systems are essential to 

building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frameworks. By combining agroeconomic models, vegetation and 

crop models, health risk models, and climate models,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s can be conducted to 

reveal the health,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GHG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in the 

agricultural food systems and to identify synergies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Fourth, future 

research should delve into spatial and demographic heterogeneity in agricultural emissions and mitigation 

potential,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underdeveloped regions, key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vulnerable populations. This focus could make policy-making more targeted and inclusive. Finally, by 

building scenario simulation and transition pathway databases, training data can be provided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lgorithms. This would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AI models tailored to 

China’s food system,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decision-making efficiency and supporting 

major policy decisions.

Key words: food system; GHG emission reduction;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multi-objective 

synergistic; 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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